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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在其中還是深受其害？情緒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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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交媒體已成為許多現代人提升情緒的工具，人們以改善心情為

目的使用社交媒體，以期改善情緒狀態並促進自我療癒。然而過往研

究指出，過度依賴社交媒體改善情緒會導致心理問題。基於使用與滿

足理論與情緒管理理論，本研究旨在探討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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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所伴隨的情緒及心理健康影響，以及外部社會支持、個人應對策略

在其中扮演的調節作用。研究採用電腦輔助電話調查系統（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system, CATI）進行隨機抽樣調查，訪問

了447名香港市民，結果顯示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與情緒耗竭

及心理困擾均呈正相關，同時，更高程度的社交媒體情緒耗竭亦伴隨

著更高程度的心理困擾。此外，社會支持、不同類型的應對策略在上

述過程中產生不同的調節效應。本研究豐富了從動機角度探討社交媒

體使用與心理效應的研究方向，其結果亦可提高公眾對基於心情改善

的社交媒體使用所伴隨的心理健康風險的認識，並為社會工作者及心

理健康專業人員的實踐提供參考。

關鍵詞：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情緒耗竭、心理困擾、社會

支持、應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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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media has become a mood booster for many individuals living in a 

modern society, as they use social media with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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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state and promoting self-healing. However, previous research has 

indicated that excessive reliance on social media for mood modification is 

considered problematic. Based on the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 and mood 

management theory,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emotional and mental health 

impacts of social media use for mood modification,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xternal social support and internal coping strategies. Using a random 

sampling telephone survey conducted through the 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system (CATI), 447 Hong Kong citizens completed the survey.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social media use for mood modifica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Furthermore, 

a higher level of emotional exhaustion due to social media use was accompanied 

by a higher degree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dditionally, social support and 

various types of coping strategies exhibited different moderating effects in this 

process.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social media use and psychological 

impacts from a motivational perspective, and the findings could raise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potential mental health risks associated with social media use 

for mood modification. The results also provid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ers and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Keywords: social media use for mood modification, emotional exhausti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social support, cop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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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社交媒體已成為現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截至2022年，全球

社交媒體滲透率已達到 60%，並預期持續上升（Dixon, 2023）。香港一

份2023年的報告顯示，89.9% 的香港民眾為活躍的社交媒體使用者

（Meltwater, 2023）。社交媒體將人們的生活嵌入「無所不在的聯通性」

（ubiquitous connectivity），「數字心理健康」（digital wellbeing）亦因而成

為至關重要的議題（Vanden Abeele, 2021, p. 933）。

近年研究基於使用與滿足理論（uses and gratification theory），提出

以動機（所尋求的滿足類型）區分不同類型的媒體使用（Elhai et al., 

2017）。情緒管理理論（mood management theory）指出，個人會通過選

擇媒介內容的方式實現調節自身情緒的目標（Zillmann, 1988, 2000）。亦

有近期的研究表明，改善心情是社交媒體使用的重要動機之一，部分受

訪者將社交媒體作為情緒提升工具，用以對抗無聊、尋找樂趣、令自己

感覺更好（Throuvala et al., 2019）。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social 

media use for mood modification）是指個人使用社交媒體來提升情緒狀態

並促進自我修復（Griffiths, 2005; Liu & Ma, 2018; Nazlıgül et al., 2022）。

人們將在社交媒體及其他線上空間進行各種活動稱為衝浪（surfing），將

遨遊於社交媒體視為每時每刻都可以自然進行的活動，即使在行走過程

中也不例外（Fernández et al., 2016）。然而，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

使用是否能伴隨著減輕心理困擾？抑或可能適得其反？

本研究基於使用與滿足理論與情緒管理理論，聚焦基於心情改善

的社交媒體使用，並探究這種使用模式會對人們的心理健康產生何種

影響。依靠社交媒體忘卻現實煩惱所帶來的暫時滿足感，可能會令個

人陷入無意識的社交媒體使用，進而導致情緒過度擴張而產生疲憊 

感及煩躁感，進而引致情緒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Maier et al., 

2015; Sriwilai & Charoensukmongkol, 2016）。情緒耗竭代表個人認為社

交媒體耗盡了他們的時間和精力的程度，亦被認為是導致心理困擾

（psychological distress）的一大重要因素（Han, 2018; Lee et al., 2024; Liu 

& Ma, 2018）。心理困擾作為衡量心理健康的重要標準，是指個人身處

情緒與身體的痛苦狀態，包括抑鬱和焦慮症狀，有時亦包括軀體病痛

（Drapeau et al., 2012; Lee et al.,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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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過往研究集中探討一般社交媒體使用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係

（Bekalu et al., 2019; Keles et al., 2020），本研究旨在探討基於心情改善

的社交媒體使用與情緒耗竭、心理困擾之間的關係，希望能夠豐富從

動機角度討論社交媒體使用及其心理影響的相關研究。

同時，本研究旨在探索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與個人應對機制

（coping strategies）能否調節社交媒體情緒過載與心理健康間的關係，研

究成果能夠為個人與社會應對社交媒體時代觸發的心理健康問題提供啟

示。理論方面，使用與滿足理論指出使用者會為滿足特定需求（如改善

情緒）而主動使用媒體（Blumler & Katz, 1974; Young et al., 2017）。將社

會支持與個人因應機制作為調節變項納入分析，本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

理論視角，有助於理解在特定動機驅動下的社交媒體使用所伴隨的情緒

耗竭如何透過社會與心理資源被有效緩衝，進而影響心理健康結果。

隨著問題性社交媒體使用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成為普遍問題，

近年越來越多研究都將焦點放在如何解決問題身上。就社會支持而

言，陸續有醫學及健康傳播研究發現，當人們獲得越多社會支持（例 

如獲得親朋好友的噓寒問暖，或來自網上的鼓勵支持和資訊提供），他

們患上情緒疾病（如抑鬱症、焦慮症）的機會會減少（Bessière et al., 

2010; Lee & Cho, 2019; McDougall et al., 2016）。不過，在特定情況下，

例如當人們出現社交媒體情緒耗竭時，社會支持能否舒緩其招致的心理

問題，則尚待探究（Lin et al., 2021; Meshi & Ellithorpe, 2021）。就個人

內部應對機制而言，當人們面對情緒困擾，採取不同的應對方法（如適

應困難、選擇逃避困難等），就會造成不同的心理健康後果。不過，現

時具體針對社交媒體情緒耗竭的相關研究仍然有限（見Chou et al., 2018; 

McNicol & Thorsteinsson, 2017; Varela et al., 2023），故本研究的成果將

進一步推進相關研究方向。實務方面，當個人能夠理解社會支持和應

對機制的重要性時，能夠幫助他們更好的應對社交媒體情緒耗竭，或懂

得適時向外尋求協助。對於心理健康專業人士而言，理解上述機制可

為制定心理健康干預措施提供參考，有助於提升干預有效性。

此外，探討特定群體（如青少年、職場人士）的社交媒體使用、情

緒耗竭與心理困擾的研究相對豐富（如Maksniemi et al., 2022；Tang et 

al., 2020；Yu et al., 2023），但針對更廣泛群體的相關研究則相對較為有

限，故此本研究嘗試通過對不同年齡段市民的電話調查豐富上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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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綜述

社交媒體作為情緒改善工具：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 
使用與心理困擾

使用與滿足理論理旨在理解人們為何尋求使用特定類型的媒介以

滿足自身需求（Blumler & Katz, 1974）。由於使用與滿足理論假設人們

在媒體使用中是主動且有選擇性的，因此它被認為適用於探討社交媒

體使用，因為社交媒體能夠吸引用戶的積極參與（Throuvala et al., 

2019）。動機可被理解為對媒體使用的預期，例如青少年群體報稱希望

通過使用社交媒體獲得的滿足包括維持友誼、身分管理、娛樂、逃避

現實和與異性互動（Dunne et al., 2010; Young et al., 2017）。學界指出，

使用動機在決定個人與社交媒體的互動方式中發揮重要作用（Rodgers 

et al., 2016; Rodgers et al., 2021）。

現時科技發達，社交媒體類型多不勝數，其功能亦越趨豐富，故

此不同人使用社交媒體的動機和目的各有不同。基於使用與滿足理

論，近期的研究將社交媒體的使用按照動機區分為不同類型。Elhai等

人（2017）的研究將社交媒體使用劃分成過程性使用（process use）和社

交性使用（social use）兩大類，前者指人們利用社交媒體來進行非社交

性的活動，包括接收資訊（例如看新聞）、尋求娛樂（例如看電影）、購

物等，後者則指人們利用社交媒體來與人進行溝通。Young 等人（2017）

將社交媒體使用動機劃分為信息型動機、監察型動機、浪漫型動機、

社會歸屬感動機、娛樂型動機。Throuvala等人（2019）則提出從動機角

度看待社交媒體使用應當包括與同儕建立共生關係、時刻在線、情緒

調節和增強、自我呈現和溝通促進五類。過往研究對社交媒體使用動

機的探討強調了兩個重要的方向：維護社會關係（如提升或保持社會地

位、獲取社會資本等）與情緒調節（如進行娛樂、忘卻現實等）（Rodgers 

et al., 2021），而既有研究更多關注以維護社會關係為動機的社交媒體

使用（如Papacharissi & Mendelson, 2011；Young et al., 2017），卻對情

緒調節方面的使用動機著墨較少。因此，本研究希望著重探討以情緒

調節為動機的社交媒體使用。

情緒管理理論認為，個人受到享樂願望的驅使去調節自己的情

緒，選擇媒體內容是實現改善情緒目標的手段之一（Throuvala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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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Zillmann, 1988；2000）。使用與滿足理論指個人受到動機驅使去

使用媒體以尋求滿足，這一理論適用於允許個人主動發佈、接收與交換

信息的社交媒體情境（Blumler & Katz, 1974; Young et al., 2017），突出了

由動機視角出發理解社交媒體使用的重要性。同時，本研究結合情緒

管理理論視角，關注受情緒改善動機驅使的社交媒體使用，嘗試探索社

交媒體使用作為情緒調節工具的有效性。研究表明，改變情緒狀態、

提升心情是使用社交媒體的重要動機之一（Throuvala et al., 2019）。

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指個人以提升情緒狀態和促進自我

療癒為動機去持續使用社交媒體（Griffiths, 2005; Griffiths et al., 2014; 

Liu & Ma, 2018; Nazlıgül et al., 2022）。Throuvala等人（2019） 提出基於

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包括使用社交媒體對抗無聊、令自己感覺更

好、逃避現實和進行娛樂，例如參與情感的社會分享、發佈個人情

緒、發佈可以提升自我價值感的個人資料等。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

體使用區別於上文中提到的過程性使用，但它更集中強調人們希望透

過使用社交媒體而獲得情緒調節、自我療癒效果的行為，可能涵蓋非

社交性的活動例如觀看有趣的圖片和短片、追蹤網絡熱點事件等，亦

可涵蓋社交性活動如瀏覽他人分享的生活點滴、分享自身的情緒、與

他人進行聊天或點讚等互動。

大量過往研究檢驗了一般性社交媒體使用與心理健康的關係

（Bekalu et al., 2019; Coates et al., 2019; Yang, 2016）。其中部分研究發現

社交媒體使用能夠帶來積極的心理健康結果，例如Coates等人（2019）

的研究指出社交媒體使用能夠減少壓力。Yang（2016）的研究結果也顯

示社交媒體上的瀏覽和互動行為均與更低的孤獨感相關。王嵩音（2023）

的研究則發現對高齡人群而言，儘管社交媒體使用對於幸福感沒有直接

影響，但社交媒體使用能夠增加社會資本，進而提升幸福感。

同時，亦有部分研究發現社交媒體使用能夠帶來負面的心理健康

結果。例如，Keles等人（2020）的研究指出，社交媒體使用時長與抑

鬱、焦慮均呈正相關。McCrae等人（2017）的系統性回顧（systematic 

review）研究結果顯示，對兒童及青少年群體而言，社交媒體使用與抑

鬱症狀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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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困擾是一個頗有歷史的概念。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個

概念就被用作來描述、篩選和診斷精神健康問題，以及量度臨床治療

計劃的成效（Kessler et al., 2002）。對比「開心」和「幸福感」這些正向心

理學概念，心理困擾是指向人的一些負面情緒，包括悲傷、焦慮、躁

動、情感脆弱（Winefield et al., 2012）。與一般壓力（stress）不同，心理

困擾有醫學上公認的檢測方法，有助於有系統和準確地量度個人是否

經歷嚴重的精神問題，而需要接受專業醫治（Pratt et al., 2007）。

過度和強迫性地使用社交媒體以及用戶認為需要不斷連接到社交

媒體被認為是問題性的（Kuss ＆ Griffiths, 2017）。問題性社交媒體使用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的特徵是認知專注的功能失調和行為衝

動，往往會在線下世界中產生負面後果（Lee et al., 2017）。越來越多研

究將問題性社交媒體使用與心理困擾和情緒問題的風險增加聯繫起來

（Hussain & Griffiths, 2018; Kessler et al., 2002）。

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亦被視為問題性社交媒體使用的一

個主要症狀（Nazlıgül et al., 2022）。過往研究提出可以從社會認知理論

（social cognitive theory）的視角理解使用與滿足，即人們的媒介使用中

包含了對其預期效果的期待，而當人們預期媒介使用能夠改善其情緒

時往往會形成習慣性使用、失去對媒介使用的控制能力進而成為心理

困擾的風險來源（Hampton, 2019; LaRose & Eastin, 2004; Tokunaga, 

2017）。

當人們不斷嘗試從社交媒體上追尋短暫快樂，這會增加他們對社 

交媒體的依賴（social media dependence）（Poh et al., 2012）。而當這種依

賴成為一種逃避現實的手段時，就會導致人們更加忽略了自身的實際生

活困境。但最後經過片刻的歡愉之後，當人們回歸現實時，就可能會

感到更大的挫敗感和失落感，反而會造成「心理困擾」的問題。Caplan

（2010）的研究發現，以改善心情為目的的互聯網使用能夠導致個人失

去對互聯網使用的控制，進而為現實生活帶來消極的後果。同時，既

有文獻也指出，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可能會加劇與抑鬱、焦慮

有關的負面心理機制（Marino et al., 2018）。據此，本研究提出第一個 

假設：

假設1：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與心理困擾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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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耗竭的重要角色：社交媒體衝浪的副作用

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除了與心理困擾直接相關之外，亦

有機會伴隨另一個問題—情緒耗竭。情緒耗竭是指一種「過度擴張

和耗盡」（overextended and depleted）的感覺、一個「心理上和情緒上被

掏空」的狀態（Sheng et al., 2003, p. 2）。在本研究的脈絡中，情緒耗竭

是指過度使用社交媒體，而帶來情緒過度擴張的感覺（Maier et al., 

2012; Sriwilai & Charoensukmongkol, 2016）。現時互聯網資訊爆炸，人

們無時無刻都會接收和回覆海量資訊，眼睛和大腦不停運作，精神不

勝負荷，就會造成身心俱疲的問題（Büchi et al., 2019）。

近年，不少實證研究都指出，社交媒體使用與情緒耗竭存在相關關

係（Lim & Choi, 2017; Sheng et al., 2023）。例如，部分職場研究發現，

過量使用社交媒體會引致員工的情緒耗竭，並且會削弱他們的工作表現

（Tang et al., 2020; Yu et al., 2023）；另一項青少年研究亦有類似發現

（Maksniemi et al., 2022），在處於青春期中後期的青少年受訪者當中，

活躍的社交媒體使用與情緒耗竭呈正相關。在新冠疫情期間，亦有研

究發現大學生們存在社交媒體上癮和情緒耗竭的問題（Homaid, 2022）。

部分使用與滿足研究指出，個人所尋求的滿足（gratification sought）

與實際獲得的滿足（gratification obtained）可能存在不匹配（Rubin, 2002; 

Young et al., 2017）。換言之，用戶對於社交媒體改善情緒的預期，並

不代表實際能夠獲得相應的積極體驗。社交過載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機

制，當個人試圖通過社交媒體上與他人的互動來改善情緒時，可能面

對大量社交產生的壓力與刺激，進而導致情緒過度擴張、疲憊無力

（Maier et al., 2012）。社會比較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個人在社交媒體上

被動瀏覽他人發佈的內容時，可能觸發社會比較及情緒波動，感覺到

自己的時間與情緒被社交媒體過度消耗（Kim et al., 2024）。

而當情緒耗竭的問題出現，亦會對人們的心理健康造成負面影響

（Lee at al., 2022; Sriwilai & Charoensukmongkol, 2016）。不少研究指出

情緒耗竭是導致心理困擾的一大主因（Akhtar et al., 2017; Lee et al., 

2024）。這是因為某程度上社交媒體的高度使用往往涉及社會比較、嫉

妒等傷害心理健康的體驗，故此線上朋友有可能成為心理負擔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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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mholt, 2016; Vanman et al., 2018）。當人們沉迷上網並以為可以藉

此短暫忘卻煩憂，但伴隨而來的情緒耗竭，以及最終要回歸現實的挫

折感，或會構成抑鬱和焦慮等心理因擾徵狀。因此，基於心情改善的

社交媒體使用會令人們沉浸在多姿多彩的線上世界，過度消耗自己的

時間、精力造成情緒耗竭，並進一步增強心理困擾，本研究由此提出

以下假設：

假設2： 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與社交媒體情緒耗竭呈正 

相關。

假設3：社交媒體情緒耗竭與心理困擾呈正相關。

假設4： 社交媒體情緒耗竭是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與心理

困擾間關係的中介變項。

外部社會支持與內部應對策略的調節作用

在了解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情緒過載與心理困擾之間

關係的基礎上，其中的負面影響能否被調節亦至關重要。本研究聚焦

的調節機制分別來自外部社會支持和與個人內部的應對機制。社會支

持和應對策略被認為是減緩負面心理健康後果的重要資源（Viseu et al., 

2021）。在這部分，我們首先討論社會支持。
Cobb（1976, pp. 300–301）將「社會支持」定義為一些資訊，能夠令

人們相信自己是被別人關懷和愛護、得到尊重和重視，以及是置身於

一個溝通和有相互責任的網絡裏面：當人們被關懷和愛護，即他們是

身處於一個緊密的人際關係之中，獲得別人的情緒支援（emotional 

support）；當人們得到他人在公開場合的尊重和重視，他們會獲得自尊

從而肯定自己的個人價值，這是一種尊重支援（esteem support）；而當

人們置身於一個溝通和有相互責任的網絡裏面，會得到別人的資源和

服務支援，另外當遭遇危機時，也會獲得他人的照應保護。相似地，
Hlebecl等人（2006）則定義社會支持為人際交易，當中牽涉到情感、肯

定、救助、以及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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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支持的定義範圍相當廣泛，故此不少學者們主要以功能角度

（functionalist perspective）去定義這一概念。簡言之，社會支持之重要，

在於它能夠為人們提供不同功能性的支援。在一項針對長期病患者的

醫療研究中，Sherbourne與Stewart（1991）提出社會支持的不同維度包

括：（一）情緒支援，例如有人向自己表達正向情感、表示同情和 

理解、鼓勵自己表達感受；（二）資訊支援（informational support），例

如得到他人提供建議、資訊、指引和反饋；（三）實質支援（tangible 

support），例如得到物資救助或行為協助；（四）正向社會互動（positive 

social interaction），例如有人陪伴做一些愉快輕鬆的事情；以及（五）感

情支援（affectionate support），例如有人向自己表達愛。如上所述，社

會支持的性質是關係性（relational）的，當中牽涉到某一方向另一方提

供實質（tangible）或非實質（intangible）的支援。

過去人們主要是透過人際關係或社會組織來獲取社會支持，包括家

人、朋友、社工、學校和教會。但來到數碼時代，社會支持也可以來

自線上關係（Leung & Lee, 2005; Rains & Keating, 2011）。尤其在現時社

交媒體盛行的年代，人們擁有更多和他人（無論是否在線下相識）互動

的機會，擴大自己的人際網絡（Li et al., 2015; Mo & Coulson, 2008）。社

會支持有助於促進生活質量和心理健康（Leung & Lee, 2005）。

在過去廿年，越來越多研究聚焦探究互聯網使用、社會支持和心理

健康之間的影響。一項針對印度大學生使用互聯網成癮的研究顯示，社

會支持能夠向青年提供實質性和心理性的幫助，以減輕互聯網成癮對個

人生活質量（quality of life）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換言之，社會支持產生

了仿如盾牌的保護作用（Mehmood et al., 2024）。另一項針對伊朗成年人

的研究表明，問題性的社交媒體使用會導致人們對他人或社會的信任度

以及所感知獲得的社會支持有所有所下降，最終產生負面的心理結果，

例如人們的幸福感（happiness）和精神層面的生活質素（mental health 

quality of life）（Lin et al., 2021）。一項針對美國大學生的研究亦得到相近

結果：當個人沉迷社交媒體使用，會損害了他們在真實世界的社會支

持，從而加劇了抑鬱、焦慮和社會疏離感（Meshi & Ellithorpe, 2021）。這

些研究未有直接探究社會支持的調節效應，但揭示了社會支持在問題性

的社交媒體使用和心理問題之間扮演重要角色。雖然上述研究指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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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對促進心理健康有正面作用，然而亦有研究認為，尋求線上社會支

持反而會強化問題性互聯網使用，無助解決問題（Mazzoni et al., 2016）。

整體而言，社會支持在許多情境中均被認為有助於緩衝情緒耗竭

帶來的健康影響。針對職場人士的研究發現，從生活中獲得的社會支

持能夠扮演與社交媒體連接（social media connectivity）相關的情緒耗竭

的壓力緩衝器（Tang et al., 2020）。同時，社會支持亦被發現能夠有效

調節工作中的情感勞動對心理健康的影響（Mehta & Sharma, 2021）。

社會支持被認為是幫助人們克服生活中逆境的重要資源，能夠緩

衝不利影響（Chen & Lemmer, 2025）。社交媒體情緒耗竭作為科技引致

的一種情緒過度擴張的狀態日漸普遍（Sriwilai & Charoensukmongkol, 

2016），在此情況下探討社會支持是否能夠起到緩衝作用至關重要。然

而，儘管已有研究指出社會支持在一般壓力狀況下的積極作用，但針

對社會支持如何調節使用社交媒體後的情緒耗竭所帶來的心理健康影

響，實證研究仍然較為有限。基於上述討論，為了解社會支持是否有

助舒緩社交媒體情緒耗竭對個人造成的負面心理影響，本研究提出以

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1： 社會支持是否能夠調節社交媒體情緒耗竭與心理困擾

之間的關係？

除去外部因素之外，過往有不少研究指出，個人的心理特質

（psychological traits）會影響自己承受壓力的能力（Ebstrup et al., 2011），

這說明了一個人應對問題的取向，會對心理健康有關鍵性影響。應對

策略指一種複雜的認知、情緒和行為機制，人們用以應對各種不利和

壓力情況（Kato, 2015）。當壓力性情況出現時，應對策略可以起到屏障

的作用，降低壓力所產生的有害後果的程度並促進心理成長（Viseu et 

al., 2021）。應對策略的選擇至關重要，因為它們對人們的人際互動、

家庭和社會相關的功能產生影響（Varela et al., 2023）。近年的研究表

明，應對策略是壓力因素和負面心理結果之間的重要調節變項（Jesus et 

al., 2016; Viseu et al., 2021）。

許多研究指出，不少人面對心理壓力時，並不會完全被動無助或無

動於衷，而會選擇採取不同的方法去處理問題。例如，在一份關於護

理專業學生如何處理壓力的文章中，Labrague等人（2017）回顧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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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採用的應對方法，包括「解決問題策略」（problem-solving strategy）、

「移情策略」（transference strategy），另外或是找親人和朋友傾訴、哭泣

和孤立自己。Kausar（2010）研究了巴基斯坦的大學生如何應對學業壓

力，發現他們最普遍採用「主動實踐策略」（active practical coping strategy）， 

即主動採取行動解決問題，其次是「放棄策略」（avoidance focus coping 

strategy）、「宗教策略」（religious coping strategy），最後是「主動迴避」（active 

distracting coping strategy）。另一項有關美國學生的研究，則發現他們

會向親友傾談、進行閒暇活動、做運動、甚至是透過飲酒、抽煙和吸毒

去舒緩壓力（Pierceall & Keim, 2007）。其他類似的研究則聚焦不同的研

究對象包括大學教職員（Abouserie, 1996; Montero-Marin et al., 2014）、

社工（Koeske et al., 1993）、運動員（Kim & Duda, 2003）等等，而他們的

應對壓力的策略大多與上述類型相關。

應對策略在問題性社交媒體使用與其心理健康影響之間的調節作

用日漸成為值得關注的議題。儘管有部分研究聚焦個人採取不同應對

壓力的策略與互聯網成癮的關係（Chou et al., 2018；McNicol & 

Thorsteinsson, 2017）。但較少研究關注當問題性社交媒體出現後，不同

的應對策略如何影響其心理健康。這類少數研究的其中一項是針對新

冠流行期間青少年群體的社交媒體成癮問題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該

研究發現，接納並積極看待已發生事實的接納型策略能夠調節社交媒

體成癮和生活滿意度之間的關係，當青少年的接納處於較低水平時，

社交媒體成癮與生活滿意度之間的負相關更強；而通過思考、計劃、

行動來減輕壓力的主動型策略和自我批評、否認問題的自責型策略則

無顯著調節作用（Varela et al., 2023）。而針對應對策略在社交媒體情緒

耗竭出現後的調節效應的探究仍然缺失。

整體而言，我們的研究探討三種主要應對策略：「適應型策略」

（adaptive strategy）、「自責與迴避策略」（self-blame and distraction 

strategy）、「行為放棄策略」（behavioral avoidance strategy）。「適應型策

略」是指人們面臨情緒問題時，會接受問題的確存在、嘗試習慣它，也

會主動積極探討有效方法解決問題，包括向他人尋求情感、資訊及資

源援助（Compas et al., 2001; Holahan et al., 1995）。「自責與迴避策略」

是指人們選擇不直視問題和嘗試以正向心態解決問題，反而不斷責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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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或者透過進行其他活動（例如看電影、看電視、閱讀、做白日夢

等）去轉移視線和發洩情緒。最後，「行為放棄策略」顧名思義就是指人

們徹底放棄嘗試解決問題或者不承認問題存在（Compas et al., 2001; 

Cooper et al., 2008）。三者之中，「適應型策略」因為人們願意正視和主

動嘗試化解問題，普遍會被視較有效調節情緒的方法（Holahan et al., 

1995）。而「自責與迴避策略」和「行為放棄策略」由於是消極被動的方

法，故不單未能有效減少、甚至會加劇問題（Kim & Duda, 2003; Rohde 

et al., 1990）。

在社交媒體中接觸到海量資訊、社會比較、過度社交，所帶來的

身心俱疲的情緒耗竭狀態可能帶來心理健康風險（Büchi et al., 2019）。

然而，關注各年齡段社交媒體使用者的應對策略、社交媒體情緒耗竭

與其心理健康影響之間的關係的研究較為缺乏。基於上述討論，我們

提出以下研究問題，以探究不同應對策略如何調節社交媒體情緒耗竭

對心理健康造成的影響：

研究問題2： 各類應對策略（適應型策略、自責與迴避策略、行為

放棄策略）是否能夠調節社交媒體情緒耗竭與心理困

擾之間的關係？

研究方法

抽樣方法及樣本構成

本研究委託香港一所大學附屬的民意調查中心進行全港性的隨機

抽樣電話調查，共訪問了447名17至54歲的香港居民（Leung, 2014），

這群人被認為是社群平台最活躍的用戶。電話調查通過電腦輔助電話

調查訪問（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CATI）系統進行，隨

機聯繫參與者，如果家庭中有超過一個符合條件的參與者（如果有固定

電話），則通過下一個生日方法（the next birthday method）來聯繫參與

者。該研究獲得受訪者所在機構人類研究倫理委員會批准。

受訪者中55.0%為女性，45.0%為男性。就年齡分佈而言，17至
24歲年齡層的受訪者佔20.1%，25至39歲年齡層的受訪者佔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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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至54歲年齡層的受訪者佔30.0%。根據2022年政府統計處數據，全

港人口當中女性佔53.0%，男性佔47.0%。在17至54歲香港居民的年

齡分佈方面，17至24歲年齡層佔13.6%，25至39歲年齡層佔40.0%，

而40至54歲年齡層佔46.4%（政府統計處，2022）。整體而言，受訪者

樣本的性別分佈貼近真實人口，而年齡方面則較真實人口年輕。這個

情況可能由於受訪主題跟社交媒體相關，故更能吸引較年輕人士參與。

研究變項

I. 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

參照過往研究（Andreassen et al., 2012），本研究詢問受訪者採取下

列行為的頻繁程度：（1）「使用社交媒體以忘卻個人問題」；（2）「使用社

交媒體以減少內疚、焦慮、無助和憂鬱的感覺」；（3）「使用社交媒體來

減少不安」。受訪者的回答從1分「十分罕見」到5分「十分經常」。受訪

者上述三個項目得分的平均數構成「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的

綜合測量（平均數 = 1.74，標準差 = .82，克隆巴赫係數 = .78）。

II. 情緒耗竭

參考Maier等人（2012）的研究，本研究詢問受訪者對下列陳述的同

意程度（1分代表「非常不同意」，5分代表「非常同意」）：（1）「使用社交

媒體幾個小時後我感到煩躁」；（2）「我因使用社交媒體而感到精神疲

憊」；（3）「使用社交媒體給我帶來了太大的壓力」。受訪者在上述題項

得分的平均數構成情緒耗竭變項的得分（平均數 = 2.28，標準差 = .84，

克隆巴赫係數 = .75）。

III. 心理困擾

為測量受訪者的心理困擾程度，本研究參考了憂鬱、焦慮和壓力量

表（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scale），該量表在過往研究中被廣泛使

用（Gurin et al., 1960; Kessler et al., 2002）。受訪者被要求回顧他們在過

去一星期中的經驗，並指出下列情況出現的頻繁程度：（1）「我無法感

受到任何正面的情緒」；（2）「我覺得人生沒有甚麼好期待的」；（3）「生

活對我來說毫無意義」；（4）「我感到呼吸困難」；（5）「我經歷了身體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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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6）「在沒有體力消耗的情況下，我能覺察到自己的心跳」；（7）「放

鬆對我來說似乎具有挑戰性」；（8）「我發現在執行我的任務時很難容忍

任何阻礙」和（9）「我感覺更敏感或更煩躁」。受訪者對這些上述九項陳

述的評分範圍為1分「完全不適用於我—從不」到4分「非常或大部分

時間適用—幾乎總是」。上述九個項目得分的平均數構成受訪者心理

困擾的得分（平均數 = 1.57，標準差 = .51，克隆巴赫係數 = .80）。

IV. 應對策略

參照過往研究（Carver, 1997），本研究詢問受訪者在面對困難時採

取下列應對策略的頻繁程度：（1）「我一直專注處理眼前的狀況」；（2）

「我一直採取行動去改善現況」；（3）「我一直在嘗試從不同的角度看待

它，以令它看起來更加積極」；（4）「我一直在嘗試尋找這件事好的一

面」；（5）「我已經接受了已經發生的事實」；（6）「我正在習慣它」；（7）

「我不斷在批評自己」；（8）「我一直為發生的事情責備自己」；（9）「我一

直在轉向工作或其他活動來令自己忘卻遇到的問題」；（10）「我一直在

做一些事情來減少思考，例如去看電影、看電視、閱讀、做白日夢、

睡覺或購物」；（11）「我已經放棄嘗試解決問題」；（12）「我已經放棄嘗

試應對困境」。受訪者回答從1分「我完全沒有這樣做過」到4分「我總

是這樣做」。

最大方差旋轉法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axis factor analysis with 

varimax rotation）結果表明（見表一），上述應對策略被分為三個不同的 

因子，佔總變異數的52.81%。組成第一個因子的包括題項（1）、題項

（2）、題項（3）、題項（4）、題項（5）及題項（6）（eigenvalue = 2.99, 24.88% 

of variance）。上述六個題項的平均數構成了對「適應型策略（聚焦問題與

情緒接納）」的測量（平均數 = 2.83，標準差 = .52，克隆巴赫係數 = 

.74）。組成第二個因子的包括題項（7）、題項（8）、題項（9）及題項（10）

（eigenvalue = 2.27, 18.94% of variance）。上述四個題項的平均數構成了對

「自責與迴避策略」的測量（平均數 = 2.24，標準差 = .60，克隆巴赫係數 

= .65）。第三個因子包括題項（11）及題項（12），上述兩個題項的平均數

構成了對「行為放棄策略」的測量（平均數 = 1.49，標準差 = .62, r =. 63,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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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應對策略的主成份分析（最大方差旋轉法）

題項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當遇到困難時：

適應型策略（聚焦問題與情緒接納）

1　我一直專注處理眼前的狀況 .69　 .06　 .11　

2　我一直採取行動去改善現況 .63　 .06　 −.22　

3　 我一直在嘗試從不同的角度看待它，以令它看起來 
更加積極

.73　 .12　 −.06　

4　我一直在嘗試尋找這件事好的一面 .68　 .10　 −.07　

5　我已經接受了已經發生的事實 .55　 .14　 .05　

6　我正在習慣它 .61　 .01　 .08　

自責與迴避策略

7　我不斷在批評自己 −.01　 .68　 .28　

8　我一直為發生的事情責備自己 .01　 .74　 .29　

9　 我一直在轉向工作或其他活動來令自己忘卻遇到的 
問題

.19　 .68　 −.06　

10  我一直在做一些事情來減少思考，例如去看電影、 
看電視、閱讀、做白日夢、睡覺或購物

.18　 .62　 .01　

行為放棄策略

11 我已經放棄嘗試解決問題 −.01　 .15　 .88　

12 我已經放棄嘗試應對困境 .01　 .17　 .86　

特徵值（eigenvalues） 2.99　 2.27　 1.08　

可解釋變異量 24.88%　 18.94%　 8.99%　

克隆巴赫係數 .74　 .65　 r = .63　

註：KMO = .75; p < .001。

V. 社會支持

為衡量社會支持水平，我們根據過往研究（Li et al., 2015）要求受

訪者選擇最能描述他們情況的頻繁程度，範圍從1分「從來沒有」到5分

「一直」。這些項目包括：（1）「有人可以分享你最私密的擔憂和恐懼」；

（2）「如果你需要的話，會有人帶你看醫生」；（3）「你有一個愛的人，讓

你感到被需要」。上述三個項目得分的平均值來形成社會支持得分（平

均數 = 3.43，標準差 = .98，克隆巴赫係數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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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變項

受訪者的人口學背景包括性別、年齡、教育背景和收入被列為本

研究的控制變項。

數據分析

為驗證本研究的相關假設及檢驗研究問題中的調節效應，本研究

進行了一系列的階層回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以及
PROCESS分析。同時，依據過往文獻，在階層回歸分析中進行了自變

項與調節變項的標準化以避免共線型（Aiken et al., 1991; Kraemer & 

Blasey, 2004）。

研究假設1預測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與心理困擾呈正相

關。分析結果顯示（見表二模型三），在控制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

收入後，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與心理困擾（β = .32, p < .001）

呈現顯著正相關關係。即越經常以改善心情為目的使用社交媒體的受

訪者，其心理困擾程度越高。假設1獲得支持。

表二　預測心理困擾的階層回歸分析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β 　 β 　 β

第一階層    

性別  .05   .00  −.02

年齡 −.15*  −.08  −.07

教育程度 −.08  −.09  −.11

收入 −.02   .03   .02

調整後R平方（adjusted R
2） 1.5%  1.5%  1.5%

第二階層

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   .36***   .32***

調整後R平方變化（∆ adjusted R
2） 11.8% 11.8%

第三階層

情緒耗竭   .21***

調整後R平方變化（∆ adjusted R
2）  3.9%

總調整後R平方（total adjusted R
2） 1.5% 13.3% 17.2%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N =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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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2提出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與社交媒體情緒耗竭

呈正相關。表三模型二顯示了階層回歸分析結果，在控制性別、年

齡、教育程度及收入後，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與情緒耗竭（β 
= .21, p < .001）呈現顯著正相關關係。換言之，越經常以改善心情為目

的使用社交媒體的受訪者，在使用社交媒體後的情緒耗竭水平越高。

假設2獲得支持。

表三　預測情緒耗竭的階層回歸分析

模型一 模型二

　 β 　 β

第一階層    

性別  .12*  .09

年齡 −.07 −.03

教育程度  .08  .08

收入  .01  .04

調整後R平方（adjusted R
2） 1.9% 1.9%

第二階層

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  .21***

增量調整後R平方（incremental adjusted R
2） 3.7%

總調整後R平方（total adjusted R
2） 1.9% 5.6%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N = 447。

研究假設3預測社交媒體情緒耗竭與心理困擾呈正相關。在階層回

歸分析中（見表二模型三），控制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收入，以及

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的影響後，情緒耗竭與心理困擾呈現顯

著正相關關係（β = .21, p < .001）。即使用社交媒體後情緒耗竭水平更

高的受訪者報告了更高的心理困擾水平。故此，假設3亦獲得支持。

研究假設4預測社交媒體情緒耗竭能夠中介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

體使用與心理困擾間的關係。PROCESS模型4分析結果顯示（見表

四），在控制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收入後，情緒耗竭是基於心情改

善的社交媒體使用與心理困擾間關係的顯著中介變項（B = .03, SE =  

.01, 95% CI = 0.01–0.08）。假設4獲得支持。同時，基於心情改善的社

交媒體使用對心理困擾的直接效應仍然顯著，因此屬於不完全中介。

即社交媒體情緒耗竭在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與心理困擾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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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中介作用，但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對於心理困擾的影響並

不完全依賴情緒耗竭。

表四　社交媒體情緒耗竭對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與心理困擾間關係的中介效果

依變項 = 社交媒體情緒耗竭

預測變項 B SE p-Value LLCI ULCI

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 .21 .06 < .001 .10 .32

依變項 = 心理困擾

預測變項 B SE p-Value LLCI ULCI

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 .20 .03 < .001 .14 .27

社交媒體情緒耗竭 .13 .03 < .001 .07 .19

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對心理困擾的直接效果

B SE p-Value LLCI ULCI

.20 .03 < .001 .14 .27

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對心理困擾的間接效果

B BootSE LLCI ULCI

社交媒體情緒耗竭 .03 .01 .01 .05

註：B為非標準化效應量（understandardized effect size）；Bootstrap 重複抽樣為5,000。性別、

年齡、教育程度、收入被納入控制變項。

研究問題1探討社會支持能否調節社交媒體情緒耗竭與心理困擾之

間的關係。在階層回歸分析中（見表五模型六），情緒耗竭與社會支持

的交乘項與心理困擾呈負相關 （β = −.10, p < .05），即社會支持對情緒

耗竭與心理困擾的關係有負向調節效果。這表明有較高水平社會支持

的受訪者，其情緒耗竭所伴隨的心理困擾會相對減弱。此結果在
PROCESS模型14分析中得到了進一步驗證，社會支持顯著調節情緒耗

竭與心理困擾之間的關係 （B = −.06, SE = 0.03, 95% CI = −0.11–

−0.004）。具體而言，當社會支持處於較低水平時（16
th
 percentiles），社

交媒體情緒耗竭對心理困擾的影響更強 （B = .17, SE = 0.04, 95% CI = 

0.09–0.25）；當社會支持處於中等水平時（50
th
 percentiles），此影響仍然

存在並有所減弱 （B = .11, SE = 0.03, 95% CI = 0.05–0.17）；當社會支持

處於高水平時 （84
th
 percentiles），上述影響不再顯著（B = .07, SE = 0.04, 

95% CI = −0.01–0.15）。以上發現突出了高水平社會支持在緩解社交媒

體情緒耗竭所伴隨的心理健康風險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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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社會支持與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以及情緒耗竭的交互作用與心理困擾之間
的關係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β 　 β 　 β 　 β 　 β 　 β

第一階層

性別  .05  .00 −.02 .00 .00 −.01

年齡 −.15* −.08 −.07 −.07 −.06 −.08

教育程度 −.09 −.09 −.11 −.10 −.11 −.11

收入 −.03  .02 .01 .03 .03 .03

調整後R平方（adjusted R
2） 1.6% 1.6% 1.6% 1.6% 1.6% 1.6%

第二階層

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 .36*** .32*** .32*** .33*** .33***

調整後R平方變化（∆ adjusted R
2） 11.7% 11.7% 11.7% 11.7% 11.7%

第三階層

情緒耗竭 .21*** .20*** .20*** .20***         

調整後R平方變化（∆ adjusted R
2） 3.9% 3.9% 3.9% 3.9%                  

第四階層

社會支持 −.07 −.08 −.07

調整後R平方變化（∆ adjusted R
2） 0.3% 0.3% 0.3%

第五階層

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
社會支持

−.08 −.08

調整後R平方變化（∆ adjusted R
2） 0.4% 0.4%

第六階層

情緒耗竭*社會支持 −.10*

調整後R平方變化（∆ adjusted R
2） 0.7%

總調整後R平方（total adjusted R
2） 1.6% 13.3% 17.2% 17.5% 17.9% 18.6%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N = 447。

研究問題2檢驗各類應對策略（包括適應型策略、自責與迴避策

略、行為放棄策略）的調節作用。就適應型策略而言，階層回歸分析結

果顯示（見表六a），情緒耗竭與適應型策略的交乘項與心理困擾無顯著

相關關係（β = .08, p >.05），即適應性策略則並非情緒耗竭與心理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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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關係的顯著調節變項。與回歸分析結果一致，PROCESS模型14分

析結果亦表明，適應性策略未能顯著調節情緒耗竭與心理困擾之間的

關係（B = .10, SE = 0.06, 95% CI = −0.03–0.22）。這提示適應型策略在

社交媒體情緒耗竭情境中不足以有效緩解心理困擾。

表六a　 適應型應對策略與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以及情緒耗竭的交互作用與心理
困擾之間的關係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β 　 β 　 β 　 β 　 β 　 β

第一階層  

性別  .05     .00   −.02   −.02   −.02   −.02

年齡 −.14*   −.07   −.07   −.06   −.06    −.07

教育程度 −.08   −.09   −.11   −.11*   −.12*   −.12*

收入 −.03     .03     .02     .01     .01     .01

調整後R平方（adjusted R
2） 1.5%   1.5%   1.5%   1.5%   1.5%   1.5%

第二階層

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     .36***     .32***     .31***     .32***     .32***

調整後R平方變化（∆ adjusted R
2） 11.9% 11.9% 11.9% 11.9% 11.9%

第三階層

情緒耗竭     .21***     .22***     .21***     .20***

調整後R平方變化（∆ adjusted R
2）   3.8%   3.8%   3.8%   3.8%

第四階層

適應型策略     .07     .07     .07

調整後R平方變化（∆ adjusted R
2）   0.3%   0.3%   0.3%

第五階層

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
適應型策略

  −.03   −.04

調整後R平方變化（∆ adjusted R
2）   −.01%   −.01%

第六階層

情緒耗竭*適應型策略     .08

調整後R平方變化（∆ adjusted R
2）   0.3%

總調整後R平方（total adjusted R
2） 1.5% 13.4% 17.2% 17.5% 17.4% 17.7 %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N = 447。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6).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52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6期（2026）

表六b　自責與迴避型應對策略與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以及情緒耗竭的交互作用
與心理困擾之間的關係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β 　 β 　 β 　 β 　 β 　 β

第一階層    

性別   .05     .01 −.01   −.04   −.04   −.04

年齡 −.15*  −.08 −.07   −.02   −.02   −.03

教育程度 −.09 − .09 −.11   −.12*   −.12*   −.13*

收入 −.02     .03 .02     .00     .00     .00

調整後R平方（adjusted R
2） 1.5%   1.5% 1.5%   1.5%   1.5%   1.5%

第二階層

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     .36*** .32***     .15**     .15**     .17**

調整後R平方變化（∆ adjusted R
2） 11.6% 11.6% 11.6% 11.6% 11.6%

第三階層

情緒耗竭 .21***     .17***     .17***     .14**

調整後R平方變化（∆ adjusted R
2） 4.1%   4.1%   4.1%   4.1%

第四階層

自責與迴避型策略      .45***     .45***     .44***

調整後R平方變化（∆ adjusted R
2）  16.1% 16.1% 16.1%

第五階層

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
自責與迴避型策略

    .00   −.02

調整後R平方變化（∆ adjusted R
2）  −0.2% −0.2%

第六階層

情緒耗竭*自責與迴避型策略      .11*

調整後R平方變化（∆ adjusted R
2）    0.8%   0.8%

總調整後R平方（total adjusted R
2） 1.5% 13.1% 17.2% 33.3% 33.1% 33.9%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N = 447。

（b）自責與迴避策略能夠正向調節社交媒體情緒耗竭與心理困擾之

間的關係 （β = .11, p < .05）（見表六b）。換言之，自責與迴避策略水平

越高的受訪者，其使用社交媒體後的情緒耗竭所伴隨的心理困擾會增

強。PROCESS分析結果與回歸分析結果一致，自責與迴避策略是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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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耗竭與心理困擾之間的關係的顯著調節變項（B = .10, SE = 0.05, 

95% CI = 0.01–0.19）。具體而言，當自責與迴避策略處於較低水平時，

社交媒體情緒耗竭對心理困擾的影響並不顯著 （B = .05, SE = 0.04, 95% 

CI = −0.04–0.12）；當自責與迴避策略處於中等水平時，社交媒體情緒

耗竭對心理困擾的影響顯著 （B = .09, SE = 0.03, 95% CI = 0.03–0.15）；

當自責與迴避策略處於高水平時，上述影響顯著且進一步加強（B = .14, 

SE = 0.03, 95% CI = 0.08–0.21）。這些發現提示了中高水平的自責與迴

避策略均可能加劇社交媒體情緒耗竭的心理負擔。

（c）行為放棄策略亦能夠正向調節社交媒體情緒耗竭與心理困擾之

間的關係（β = .10, p < .05）（見表六c）。即行為放棄策略水平越高的受

訪者，其使用社交媒體後的情緒耗竭所伴隨的心理困擾會增強。
PROCESS分析進一步驗證了上述發現，行為放棄策略是調節情緒耗竭

與心理困擾之間的關係的顯著調節變項（B = .10, SE = 0.05, 95% CI = 

0.01–0.20）。當行為放棄策略處於較低水平時及中等水平時，情緒耗竭

對心理困擾的影響並不顯著（B = .07, SE = 0.04, 95% CI = −0.005–

0.15）；當行為放棄策略處於高水平時，情緒耗竭對心理困擾的影響顯

著且進一步加強（B = .17, SE = 0.04, 95% CI = 0.10–0.25）。上述發現提

示在面對社交媒體情緒耗竭時，應避免採取消極的放棄策略。本研究

的假設及研究問題的分析結果總結見圖一。

表六c　 行為放棄策型應對策略與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以及情緒耗竭的交互作用
與心理困擾之間的關係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β 　 β 　 β 　 β 　 β 　 β

第一階層

性別   .05     .00   −.02   −.02   −.02   −.02

年齡 −.15*  −.08   −.07   −.08   −.08   −.07

教育程度 −.08 − .09   −.11   −.07   −.07   −.06

收入 −.02     .03     .02     .04     .04     .03

調整後R平方（adjusted R
2） 1.5%   1.5%   1.5%   1.5%   1.5%   1.5%

第二階層

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     .36***     .32***     .26***     .25***     .25***

調整後R平方變化（∆ adjusted R
2） 11.6% 11.6% 11.6% 11.6%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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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β 　 β 　 β 　 β 　 β 　 β

第三階層

情緒耗竭     .21***     .20***     .20***     .20***

調整後R平方變化（∆ adjusted R
2）   3.9%   3.9%   3.9%   3.9%

第四階層

行為放棄型策略     .31***     .30***     .30***

調整後R平方變化（∆ adjusted R
2）   8.6%   8.6%   8.6%

第五階層

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
行為放棄型策略

    .02     .01

調整後R平方變化（∆ adjusted R
2） −0.1% −0.1%

第六階層

情緒耗竭*行為放棄型策略     .10*

調整後R平方變化（∆ adjusted R
2）   0.7%

總調整後R平方（total adjusted R
2） 1.5% 13.1% 17.0% 25.6% 25.5% 26.2%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N = 447。

圖一　數據分析結果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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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論與啟示

社交媒體使用對個人心理健康的影響一直是廣受學界關注的議

題，既有文獻對於對此得出了不同的結論（Bekalu et al., 2019; Keles et 

al., 2020; Yang, 2016）。儘管一些研究顯示使用社交媒體可以減少孤獨

感和壓力（Bekalu et al., 2019; Coates et al., 2019; Yang, 2016）、通過增

加社會資本間接提升幸福感（王嵩音，2023），但另一些研究則認為社

交媒體使用可能加劇抑鬱、焦慮等心理健康問題（Keles et al., 2020; 

McCrae et al., 2017）。此外，亦有研究指出，社交媒體使用頻率與時間

並非心理健康的有效預測變項（Boer et al., 2022）。

近期的研究根據使用與滿足理論，提出從動機的視角區分不同類

型的媒體使用（Elhai et al., 2017）。而情緒管理理論亦指出媒介使用是

達成情緒調節目標的重要方式之一（Zillmann, 1988, 2000）。本研究基

於這兩個理論，關注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即個人以使用社

交媒體作為一種自我療癒。

積極的媒體體驗（eudaimonic media experiences）日漸成為學界所關

注的議題，有研究指出，使用社交媒體作為療癒手段能夠帶來正面效

果，例如在社交媒體平台上觀看鼓舞人心的影片能夠引發一系列自我

超越情緒反應，包括感恩、希望、欣賞美以及卓越（Dale et al., 2017）。

亦有學者指出，社交媒體平台上的積極評論與分享能夠增強暖心影片

所帶來的積極媒體體驗（Oliver, 2022）。然而，有別於過往研究，本研

究發現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與心理困擾之間存在正向關係，

揭示了抱持著改善心情的目的去使用社交媒體的個人，報告了更高水

平的心理困擾。

為求改善心情而使用社交媒體，須警惕情緒耗竭

本研究進一步發現，社交媒體情緒耗竭在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

體使用與心理困擾之間扮演著重要的中介角色。個人越頻繁使用社交

媒體去改善心情，就越容易在使用社交媒體後感覺到精神疲憊或煩躁

（即出現使用社交媒體後的情緒耗竭），而這會進一步加劇心理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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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結果反映出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所帶來的心理健康

風險。同時，這項發現亦為社交媒體及智能手機依附（social media and 

smartphone attachment）相關研究提供了啟示—當人們出於改善情緒

等動機經常性使用社交媒體，智能手機也被賦予了重要的個人和社會

意義，在離開手機時則更可能會體驗更多負面情緒（Throuvala et al., 

2019）。當轉向社交媒體改善心情成為日常生活流程不可或缺的部分，

個人在對智能手機產生依附的同時，可能忽略社交媒體和智能手機亦

會成為情緒負擔和壓力的來源。
Jarrett（2015）在《數字家庭主婦》（Feminism, Labour and Digital Media:  

The Digital Housewife）一書中提出，社交媒體勞動恍如家務一樣，也是

一種複雜的工作，因為社交媒體用戶既承擔著無償貢獻內容以及生成

數據的雙重職責。Qiu（2017, p. 16）亦指出，儘管人們普遍認為社交媒

體使用是一種休閒娛樂活動，但他們花費在社交媒體上的精神和時

間，實則上是為數碼平台貢獻了用戶數據，幫助它們改善用戶體驗。

在這個情況下，一心尋求歡樂的社交媒體用戶，卻無意間充當了免費

勞工，成為了所謂的「玩工」（playbor）。在一定程度上，社交媒體情緒

耗竭可被理解為上述剝削的結果。就此，政府可考慮制定新的法律規

範，要求平台提供工具及設置，幫助用戶管理社交媒體使用時間，以

減少過度使用所帶來的心理健康風險。在個人層面，用戶亦應對以改

善心情為目的使用社交媒體抱持更具反思性的態度。

就理論貢獻而言，本研究從使用與滿足的視角出發，揭示了使用

社交媒體的動機及其與心理健康關係間的複雜性。當個人抱持改善情

緒的動機去使用社交媒體，可能伴隨社交情緒耗竭及心理困擾，而無

法獲得預期中的改善情緒的積極體驗。這樣的發現呼應了過往部分使

用與滿足研究中的觀點，人們抱持不同動機使用社交媒體，預期出現

的滿足和實際獲得的滿足可能並不一致（Rubin, 2002; Young et al., 

2017）。

另外，當仔細比較不同樣本組別，本研究亦發現女性受訪者比男

性受訪者更易在以改善心情為目的使用社交媒體後出現情緒耗竭。這

個發現呼應了既有文獻中對於女性在使用智能手機時感受到比男性更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6).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57

樂在其中還是深受其害？

大的社交壓力、且更容易發展為習慣性使用的討論（Van Deursen et al., 

2015）。其中原因或許與女性往往傾向於花費更多的時間和情感勞動去

維持社會網絡中關係有關（Van Emmerik, 2006）。故此，女性社交媒體

用戶應當更加留意自己使用社交媒體後可能出現的情緒耗竭現象，在

必要情況下尋求專業幫助。同時，心理健康專業人士在為社交用戶提

供協助時，亦應考慮到不同背景（包括性別）人士面對的獨特困境，從

而設計合適的問題解決方案。

獲取社會支持，避免自責與逃避

本研究的另一主要貢獻，在於透過分析社會支持和應對策略對緩

和社交媒體情緒耗竭的影響，推進了有關社交媒體情緒耗竭的研究，

同時探索解決方法、提供實踐性啟示。

就社會支持的調節效果而言，本研究結果表明，對於那些獲得較

多社會支持的人來說，情緒耗竭對心理困擾的負面影響會更弱。這項

發現與先前的文獻（Rains & Keating, 2011）相呼應，顯示個人能夠從社

會支持網絡得到健康的社交互動，對減輕心理健康風險至關重要。使

用社交媒體後的情緒耗竭，可被理解為個人感知到自己未能妥善處理

與社交媒體的關係後的心理過程。當此情況出現，人們應當及時尋求

外界支持及專業幫助，避免造成更加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

在日常生活中，家人及朋友是重要的社會支持來源。家人及朋友

提供的關心能夠在社交媒體情緒耗竭出現時，幫助個人保持在日常生

活中健康的社會互動。同時個人亦應留意代際之間對媒介使用的認知

鴻溝所導致的家庭支持的缺失（McKenzie et al., 2024; Nie et al., 2004）。

在家庭、朋友的支持以外，社工及教育工作者亦擔當重要的外部社會

支持角色。社工及心理健康專業人士應當開發針對社交媒體心理健康

問題的干預程序、提供替代活動、鼓勵增強人際互動技巧的培訓等。

針對高頻社交媒體使用者（如青少年、大學生），教育工作者應設計校

園支持計劃。務求建立多層次的社會支持網絡，為有需要人士建立一

個整全的支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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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同的應對策略在社交媒體情緒耗竭和心理困擾之間的關

係中，亦發揮著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結果表明，那些經常

採取自責與迴避策略和行為放棄策略的人，更容易被社交媒體情緒耗

竭相關的負面結果所影響。故此，當出現情緒耗竭的狀態，人們應當

避免自我批評、否認問題存在或放棄解決問題，以防加劇心理困擾。

就此，社工及心理健康專業人員也應注意識別被輔導者的自責與迴避

機制及放棄解決問題的傾向，並作出及時介入。處理方式應是偏向引

導患者直接面對問題，找出問題根源。

本研究的結果既有部分呼應了過往研究，亦有提出新的見解。例

如，有別於之前的研究（Varela et al., 2023），本研究發現聚焦問題與情

緒的適應性策略未能顯著調節情緒過載與心理困擾之間的關係。這可

能是由於這種策略涉及理性分析與積極心態，這要求人們擁有較高的

認知資源及個人行動力。而個人在情緒過載的情況下，就更缺乏必要

的精神或情緒資源來有效運用這種策略。有鑑於此，當專業人士幫助

受情緒耗竭影響的人士時，是需要謹慎評估他們是否有足夠能力採取

適應性策略，並提供必要的支援，就此亦揭示出社會支持的重要性。

同時，政府亦應當考慮推行數字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公眾對如何應對

社交媒體使用所伴隨的健康問題的認識。具體而言，公眾教育的內容

可考慮普及問題性社交媒體使用以及社交媒體情緒耗竭的主要症狀，

介紹正確看待社交媒體使用伴生的心理健康問題的方法，強化公眾對

尋求專業幫助行為的正向認知。

最後，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第一，本研究採用了受訪者自行報

告的問卷調查數據，未來研究應當嘗試結合更多實際手機使用數據進

行分析。第二，本研究基於橫斷面數據進行分析，這限制了研究結果

的因果關係推斷力，後續研究應使用縱向數據來進行分析。第三，本

研究探討廣泛的社交媒體平台所產生的總體影響，未有探討不同類型

的社交媒體平台所帶來的差異，未來研究可以考慮針對不同平台進行

比較研究。第四，本研究以自陳式量表評估「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

使用」，有助理解使用者的主觀動機，但亦存在局限。首先，未涵蓋實

際使用行為指標（如每日使用時長、頻率、依賴程度），因而難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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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動機在整體社交媒體使用中的相對比重。其次，現有量表未區分其

他常見動機（如社交或資訊搜尋等），可能使人將情緒調節誤認為社交

媒體使用的單一或主要動機。未來研究可考慮結合主觀動機量表與客

觀使用行為數據。具體而言，可使用日記法要求參與者於固定期間內

記錄其每日社交媒體使用的時長、平台、使用情境與動機；亦可在對

方知情同意前提下透過應用程式追蹤工具收集客觀的使用時長與頻率

資料。透過將這些行為性指標與主觀動機報告對照分析，可更準確地

判斷個體是否、以及實際在何種程度上將社交媒體視作為情緒調節工

具，從而提升測量的準確性與效度。第五，本研究發現社交媒體情緒

耗竭在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與心理困擾之間起不完全中介作

用。這意味基於心情改善的社交媒體使用對於心理困擾的影響並不僅

通過情緒耗竭起作用，還存在其他路徑可能同時影響心理困擾的路

徑，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討這些潛在的路徑。

儘管存在上述局限，本研究從使用與滿足理論和情緒管理理論的

視角出發，豐富了從動機角度探討社交媒體使用、情緒過載與心理健

康的研究。研究結果揭示了使用社交媒體調節情緒所伴隨的心理健康

風險，並為適切的社會支持和避免不當應對策略的必要性提供了實證

見解。研究結果可以提高公眾對問題性社交媒體使用的認識，並為社

會工作者和心理健康專業人員的實踐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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